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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郭允蹈史学思想述论

——以《蜀鉴》为中心的探讨

龙坡涛
*1

【摘 要】: 两宋时期是我国史学迅速发展，史学繁荣的历史时期，著名史家及具有深远影响的史籍名著大量涌

现，产生了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书编纂体例，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蜀鉴》是

宋代四川史学家郭允蹈所撰专记蜀中之事的著作，此书集中反映了郭允蹈的史学思想。本文试以《蜀鉴》为中心对

郭允蹈的史学思想进行探讨，探寻南宋时期知识精英阶层忧患视域下的史学经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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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鉴》一书是南宋史学家郭允蹈
[1]
所撰专记宋代蜀中之事的著作，此书的史学价值极高。是书记蜀中史事，起自秦取南郑

之时，迄于宋平孟旭时，上下共记一千三百余年的史事，全书最末二卷则专为叙述西南夷诸事始末
[2]
。本书不仅仅记载了四川及

其周边，也特记载川陕周边地区在宋代以前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在编纂方法上，《蜀鉴》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相互融合，

诚如四库馆臣所言：“其书每事各标总题，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每条有纲有目有论，如朱子《通鉴纲目》之例。其

兼以考证附目末，则较《纲目》为详赡焉。”
[3]
郭允蹈将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相融合的做法，开创性了新的史书编纂方式。也体

现了作者希望通过此书传达经世意识，总结历代对四川地区经略的得失，探求各关隘要地在攻守蜀中的战略地位的思想。

《蜀鉴》一共十卷，从四川省图书馆馆藏的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可知其大致成书情况。全书卷首有宋理宗端平

三年（1236）李文子与明代方孝孺所撰的序言，卷末附有宋嘉熙元年（1237）李文子所题跋文及宋淳祐五年（1245）古郢别某

跋文。有关郭允蹈个人事迹，元人在修《宋史》时并未给他作传，其他文献中关于郭允蹈的情况记述不多，因此对其撰述《蜀

鉴》情况只能从成书的相关序文、跋文或其他著作中获知一二。本文试以《蜀鉴》为视角探讨分析郭允蹈的史学思想。

一、南宋各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蜀鉴》成书

《蜀鉴》的成书与朝廷层面对四川特殊区位的重视、四川地区官员的忧患意识以及四川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有极大的关系。

（一）危机背景下朝廷层面对四川地区特殊区位的重视

靖康之难后，徽宗、钦宗二帝被迫北迁，北宋亡国。徽宗九子赵构建立南宋，偏安于江南，长江流域则成为了南宋王朝存

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南宋朝廷依靠长江流域各地区的天险而得以延续发展，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如果敌人顺江而下，长江中

下游地区则不保，下游的都城临安更是岌岌可危。南宋时期的皇帝与官员士大夫对此多有认识。端平二年（1235）十一月，制

臣赵彦呐所言：“若上流不固，则吴、楚有冲决之势。愿以保蜀为念。倘有申请，悉为报从。或遣襄阳援兵，早为起发，诸司

应予钱物，无分彼此，悉力倾助以扶其危。”
[4]
赵彦呐之言得到朝廷的认可并诏令按照他所言行之，由此可见南宋朝廷对四川地

区的重视。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四月，“仓部郎官赵希塈进对，言：‘蜀自易帅之外未有他策。’上曰：‘今日救蜀为急，

1 作者简介:龙坡涛，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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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与二三大臣无一日不议蜀事。’”
[5]
综上，可见四川在南宋时期战略防御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四川是南宋时重要的军事防御重

地，在整个南宋王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顾祖禹亦言：“四川介在西偏，重山叠岭，深溪大川，环织境内，自相藩篱。且渝、

夔东出则据吴、楚之上游，利、阆北顾则连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马湖、叙、泸以扼南僰，自昔称险塞焉。

秦人并巴蜀，益以富强。汉开西南夷，边壤益斥。天下有事，奸雄辄睥睨于此焉。岂非以山川襟束，足以固守欤？诸葛武侯言：

‘益州隘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张华言：‘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邛椻，北阻褒斜，西即碨碍，隔以剑阁，穷险极

峻，独守之国也。’……后唐同光初荆南帅高季兴入朝，唐主问季兴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曰：‘宜先伐蜀，克蜀之后，

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宋人保东南，备先巴、蜀。及巴、蜀残

破，而东南之大势去矣。”
[6]
亦如李文子在此书的序言中所述：“护蜀如头目，保蜀如元气。”

[7]
因此如何治理四川也是南宋朝

廷极为重视的内政问题。

（二）四川地区官员忧患意识的增强

虽然《蜀鉴》一书是为郭允蹈所撰，但是，李文子在《蜀鉴》成书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诚如李文子在《蜀

鉴》跋文中所言：“余与资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既然为《蜀鉴》一编，使凡仕蜀者，知古今成败，兴衰治乱之迹，以为龟鉴，其

事备矣。”
[8]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李文子与郭允蹈二人的密切合作，才促使了《蜀鉴》一书的问世。史载：“李文子，字公

谨，方子之弟，绍熙四年登第，知潼州，有所录问答。”
[9]
李文子虽然不是四川人

[10]
，但他仕宦于四川，对四川有着难以割舍的

感情。“（李）文子久仕于蜀，身履目击而动心焉，燕居深念，绸绎前闻，因俾资中郭允蹈，缉为一编。”
[11]
他仕宦的潼州府

路，嘉陵江、涪江与渠江三大水系汇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南宋时期，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

余玠采纳播州冉氏兄弟二人治蜀之策可证其重要性。史载：“屏人曰：‘某兄弟（冉氏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

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余）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

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徙城之事，悉以任之。

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玠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
[12]

潼州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促使宋、蒙双方在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战，也使得潼州及其周边地区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

坏，而此时正是李文子仕宦潼州前后，正因他亲身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祸变，且因自己条件所限，不具备撰写相关警示著作

的客观条件，故特意嘱咐自己的好友郭允蹈总结四川地区历代成败得失的历史事迹，并尽可能地给郭允蹈提供支持，冀望朝廷

以此为戒，为治理四川提供借鉴。

（三）四川知识精英阶层的忧患意识

在好友李文子的嘱托与提供诸多有利条件的背景下，郭允蹈开始着手撰写《蜀鉴》。郭允蹈对当时四川地区所面临的危机

形势有着深刻的认知，也意识到撰写相关警示著作为朝廷与后世治理四川提供有益借鉴的重要作用。

由于金朝、蒙古先后入侵，南宋朝廷几乎时刻处于危机之中，激发了士大夫与知识精英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南宋时

期全国蓬勃兴起了私人撰史修书的风潮，众多知识精英阶层投入到其中，其中不乏四川地区的学者，他们为了更好地帮助统治

者经营、管理四川，为南宋朝廷治蜀提供更多可鉴，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总结历代治理四川得失的书著。据相关史书记载，

在郭允蹈之前，已经有吴昌裔所撰的《蜀鉴》问世。史载：“（吴昌裔）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虑蜀甚悉。……（吴）

昌裔刚正庄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闲习。尝辑至和、绍兴诸臣奏议本末，名《储鉴》，又会稡周、汉以至宋蜀道得失，兴师

取财之所，名《蜀鉴》。”
[13]
吴昌裔《蜀鉴》与郭允蹈《蜀鉴》在内容上，均集中记载历代王朝经营管理蜀地成败得失。但吴

昌裔《蜀鉴》不仅仅记载了四川地区历代政治得失，也记载了四川地区的经济和军事相关内容，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宋宁宗嘉

定之后，四川地区长期遭受战乱之祸，先是金人入侵，后则是蒙古人对四川地区的大肆掳掠，导致此地山河残破、生灵涂炭。

在此情况下，军事战略与对敌方针无疑成为了四川地区经营者的首选。郭允蹈的《蜀鉴》则多是关于军事与地理内容的记载，

正好弥补了吴昌裔所撰《蜀鉴》之缺，正是郭允蹈的《蜀鉴》迎合了当时官府与时政之需，才使得郭氏《蜀鉴》在名气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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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逐渐超越了吴氏《蜀鉴》，进而得到人们的重视。这亦或许是郭氏《蜀鉴》得以存世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南宋时期，四川地区不断面对金、蒙古的侵扰，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激发了宋代士大夫与知识精英阶层以天下为重

的社会责任感，逐步发展为强烈的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这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突出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与史学创作中，诚

如李文子在《蜀鉴》序中所言：“蜀在宇内九之一尔，得之则安，失之则危，窃之则亡，览是书者，可以鉴焉。因名曰《蜀鉴》。”
[14]
李文子策划，郭允蹈撰写的《蜀鉴》则是四川各阶层忧患意识下的史书编纂的典型例证。

二、《蜀鉴》撰述特点

《蜀鉴》所记述的内容极为丰富，事关四川地区千百年的历史沿革，诚如李文子在书中序言中所说：“起自秦取南郑，迄

于王师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险阻，迩雍而邻荆者，稽之旧史，按之图志，悉纪于篇。西南夷为蜀后户，未形之忧难

忽，而已事之鉴可师，则又条其本末而附之。间又论其得失之要者，定为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见于此。”
[15]

《蜀鉴》以纪事本末体兼纲目体的记述方式，对宋以前四川及周边地区历史情况记录之详实，同时对历史事件加以适当的评述，

可为当代及后世治理四川提供不可多得的可供参考的宝贵资料。该书的撰述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因事、因类命篇

本书在记述历史事件时，依据时间先后顺序，条理分明，因事命篇或者因类命篇。全书谋篇布局恰如其分，共记载五十一

件历史事件。纵观本书十卷的相关篇名可以看出，《蜀鉴》记载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历朝历代对四川地区的经略情况而展开的，

所记述的五十一件历史事件均与军事的攻略有关系，特别是书中对关隘边戍在四川地区攻守中的战略地位等作了细致的考察，

总结了之前各中央王朝治理四川的成败得失与用兵作战上的经验教训，为当时的南宋如何加强对四川地区的防御保护提供珍贵

的借鉴材料。如书中在“氐羌杨氏据武都”篇目中，郭允蹈注重分析了保有蜀地的屏障，书中他指出：“蜀，长江之上流也。

褒斜汉中，蜀之门户也。武都，又汉中之藩篱也。江左君臣视蜀如土梗弁髦然，自以为长江全势无俟乎蜀也。蜀与汉中置之度

外，而区区氐羌遂得以据四州之险，历二百年而后亡。然无武都则无汉中，无汉中则无蜀。蜀非梁有，一传为陈，而江左之势

孤矣。已事之覆辙，可不鉴乎？虽然以武都四川之地，而氐羌恃以立国者二百年，曾谓以吴、蜀之全力而不能守乎！”
[16]
从郭

允蹈之言不难看出，他对四川地区独特的地理区位给予充分的肯定，强调以史为鉴，呼吁南宋朝廷一定要重视四川地区的守备。

在“本朝王全斌下蜀”章，郭允蹈更加着重强调了蜀地的战略地位和保蜀对于全局的重要性。其言：“我宋龙兴，削平僣伪，

（孟）昶不率先诸侯以朝京师，而天讨所加，方且尤其丰衣美食之不足以得士，抑愚矣。王师既定蜀，继下江南俘李煜，而车

书混一。列圣抚摩覆育，深仁厚泽，沦肌浃髓。中兴以来，虎臣宿将极力捍御，如手足之卫头目，民之戴宋有死无二，三百年

犹一日也。夫以艺祖之宵旰以图蜀，其艰且勤也如此。蜀在今日为上流之重也如此，保蜀如保元气，犹惧不支，况轻视而浅谋

乎!念祖宗有蜀之勤，而顾今日保蜀之不易，则昔人之得失为永鉴欤。”
[17]
以上关于四川治理的相关例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足可见《蜀鉴》的史料价值，《蜀鉴》的编纂特点亦可窥探一斑。

（二）详细考证地理

《蜀鉴》中除有关军事和战争策略的相关内容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外，其另外一个重要的史学价值则在于对四川及周边地

区的地理考证颇为缜密、详细。郭允蹈在《蜀鉴》中对事件叙述时，对每一次用兵要地、关隘险阻等都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对其进行考证，并注明在南宋时此为何地，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详实的地理考释与军事布局的精准评述。《蜀鉴》全书中有大量的关于对地理考证的内容，其中大部分都与军事要地相关。

郭允蹈在对四川及周边地名的考订中，直接在书中将古地名的地理位置按照南宋时的地理位置加以注明，这样有利于当代人对

古地名的理解，同时也颇具有军事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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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明确各军事要地的地理位置，为防御布局的战略要地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郭氏同时对地名有误之处进行考订，充分

展现了作者极为谨慎的史书编纂态度。正是因为对这些军事要地、关隘险阻等明确的定位，因此，该书在军事地理及其地理学

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也是十分显著的，也是指导军事战略屈指可数的地方史地名著。

（三）重视利用地图

郭允蹈所撰的《蜀鉴》对地图的重视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这也是宋代史学快速发展后，史家善于运用各种图表等手段去

反映史书中的重要信息。宋朝以来，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私修史书，各类修史人员都非常重视地图的编修与搜集。进入南宋时

期，边疆危机日益严峻，军事冲突不断，边疆地图在各行军作战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显。南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边防史地文献，

这正是现实边疆危机的产物。这些著作的强烈经世目的，决定了这类著作多强调“资政”的功能，同时也体现出地图在各著作

中的作用，以图证史，图文并茂是这类书籍的显著特点。而郭允蹈在撰写《蜀鉴》中也重视地图的作用，因此书中的各用兵战

事和相关地理位置就更为明确的呈现于读者面前，便于读者对四川及周边地区历史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四）采用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均是产生于宋代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史书编纂体例，前者优在叙事而评论不足，纲目体与之恰恰相反，

故若能将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有机结合起来，各取其长并规避其短板。郭允蹈编纂的《蜀鉴》则成功地实现将纪事本末体与纲

目体融为一体，并在各体例基础上有所革新，成为宋代继纪事本末体、纲目体之后一个新的史书编修体例。虽然书中依然存在

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还不够成熟，但是郭允蹈在史书编纂体例上的尝试与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此，

郭允蹈所撰《蜀鉴》正是充分展现了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的优点，将历史编纂的体例进行了创新与发展，其对史书编纂的功劳

不言而喻。

通过以上对《蜀鉴》的特点分析，笔者认为《蜀鉴》无论在编撰体例方面还是撰述的内容上面都具有自身典型的特点，也

是南宋时期四川史著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蜀鉴》的内容和特点也充分的反映出当时四川史学家在撰史过程中所表现出的

灵活思维和求实的史学编纂思想，也是宋代史学繁荣的充分体现。

三、《蜀鉴》的史学价值与郭允蹈史学思想

《蜀鉴》作为一部辑录著作，此书的取材广泛，采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因此李文子在此书序言中称：“稽之旧史，按之

图志。”
[18]

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蜀鉴》一书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材料，因此此书所具有的史学价值颇高，书中的内容也

充分的展现了郭允蹈的史学思想，并成为记载地方史地文献方面的典范之作。

郭允蹈在撰述《蜀鉴》中表现出强烈的经世思想，这也是南宋史地类文献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当时史学发展的一种新的

倾向。南宋王朝与金、蒙等对峙，边防危机始终存在，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巩固边防是南宋对边疆乃至整个王朝治理的头等大

事。因此，从“资治”和“经世”的目的出发，为吸取历代防御外敌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当时史学家的强烈要求
[19]

。正如前文

所述，四川历代就是中央王朝极为重视的边防重地，如何治理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对整个政局的稳定显得极其重要。因此，众多

宋代学者对当时治理四川积极的撰文成著，为统治者所资鉴。

郭允蹈在《蜀鉴》中集中体现的忧患思想与经世思想并存的现象是宋代史学发展的集中体现，反映出当时的史家学者希望

通过史著的撰写以为当时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这正是经世思想的充分反映，这对南宋边防来讲是迫在眉睫之事。这

均可以从郭允蹈所撰的《蜀鉴》中反映，这也是宋代边防史地类史书中经世思想的典型之作，也是郭允蹈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郭允蹈在书中对各地战事的记载中，引用了大量原始文献，如《水经注》《华阳国志》《太平寰宇记》等相关文献中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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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其中一些材料在今传本中已经失传，至今人们只可从《蜀鉴》所保存的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在原始史料保存方面的功劳

不言而喻。

结论

在当时南宋朝廷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四川成为宋、蒙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对四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空前严

重的破坏，以李文子、郭允蹈为代表的士大夫、知识精英阶层怀着极强的忧患意识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对他们仕宦、生

活的四川地区有着难以割舍的浓厚感情，促成了以《蜀鉴》为代表的具有借鉴性的地方性史学著作。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蜀

鉴》是南宋时期四川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彰显了四川地区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与士大夫、知识精英阶层的危机与应对。

此外，《蜀鉴》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书中提供了诸多难得的关于四川地区历代治理得失相关的政策，迎合了南宋朝

廷希望加强对四川地区治理和应对外敌入侵的现实需要。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郭允蹈在《蜀鉴》中对各历史事件进行评价，并提出了他对战事相关情况的观点，虽然其中不免含有

郭允蹈个人的主观臆断，加之他本身社会经历的局限性，其中观点亦非全部可取，但是他毕竟是当时四川历史发展演变的见证

者，亲眼目睹了宋、蒙战事的残酷与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站在亲历者与受害者的视角去记载相关史事，具有真实性

与可信性，同时，对南宋朝廷亦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时至今日，《蜀鉴》本身所赋有的史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依然值得我们去

深入挖掘和研究，是四川地区宝贵的物质文化财富。总而言之，郭允蹈所撰的《蜀鉴》一书，不管是在文献的考察上，还是在

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上，都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注释：

[1]关于《蜀鉴》的作者史书记载颇有不同，在清代四库馆臣编修《四库全书总目》以前多将《蜀鉴》的作者视为李文子，

然而实际上李文子仅是《蜀鉴》的策划者，实际作者是郭允蹈。关于作者的相关考证赵炳清先生在其《郭允蹈〈蜀鉴〉略论》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一文及《〈蜀鉴〉校注》前言中已经进行了详细说明，笔者在

此不再一一赘述。

[2]正是因为《蜀鉴》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学界前贤已经对它有所关注和研究，2010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由赵

炳清负责整理的校注本《蜀鉴》，为后世学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相关研究成果还有赵炳清的《略论〈蜀鉴〉

的历史军事地理价值》（《历史地理》，2011 年）；何玉红的《南宋郭允蹈《蜀鉴》述论》（《中国地方志》，2007 年第 11

期）；何玉红的《“经世”意识与南宋川陕边防史地类文献》（《史学史研究》，2007 年第 1期）；林英的《〈蜀鉴〉版本源

流考》，（《中华文化论坛》，2015 年第 6 期）。前辈们或从《蜀鉴》的史料价值，或从它的版本流传等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

研究，取得了较为客观的研究成果，给予笔者与后人学人很大启发。但是，从《蜀鉴》入手探讨郭允蹈的史学思想尚有可挖掘

的空间与余地。

[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49《史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341 页。

[4]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 32，中华书局，2016 年，第 2705 页。

[5]《宋史全文》卷 33，第 2749 页。

[6]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 66《四川》，中华书局，2005 年，第 3128—3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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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学佺：《蜀中广记》卷 93《史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518 页。

[8]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 22《史部》，续修《四库全书》本 928 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243 页。

[9]戴铣：《朱子实纪》卷 8，明正德八年鲍德刻本。

[10] 据宋端仪撰《考亭渊源录》卷 22 载：“李文子，字公谨，光泽人，（李）方子之弟，绍熙四年进士。”且据四库馆

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49《史部》指出：“光泽即绍武（邵武）之属县，今尚仍古名。”可见，李文子是为福建光泽人。

[11]《蜀中广记》卷 93《史部》，第 518 页。

[12]脱脱：《宋史》卷 416《余玠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2470—12471 页。

[13]《宋史》卷 408《吴昌裔传》，第 12301—12304 页。

[14]《皕宋楼藏书志》卷 22《史部》，第 243 页。

[15] 《蜀中广记》卷 93《史部》，第 518 页。

[16] 郭允蹈撰，赵炳清校注：《蜀鉴校注》卷 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年，第 145 页。

[17]《蜀鉴校注》卷 8，第 214—215 页。

[18]《皕宋楼藏书志》卷 22《史部》，第 243 页。

[19] 何玉红：《“经世”意识与南宋川陕边防史地类文献》，《史学史研究》2007 年第 1期。


